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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书写是古代小说叙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对于宋元小说话本而言，它是“程式化”文本建

构的重要方式和获取受众青睐的必然选择；宋元小说话本对民俗生活的广泛关注，使小说的文本叙事无形中表

现出鲜明的“民俗”视野，它贯穿于人物群像的塑造、叙述情节的构筑和小说叙事时空的选择；在这种“无处不

在”的民俗书写中，小说家以“民俗生活”故事为载体，实现了审美情趣和教化价值的表达与传递；宋元小说话本

对民俗生活的广泛关注和叙事运用，在通俗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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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小说话本①中包含着大量的民俗书写，

是值得重视的，目前对它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

向：一是从文化史或生活史角度，对小说话本中的

民俗事象进行归类、总结②；二是从文艺学角度，探

讨相关民俗事象的文本意义。在这方面，虽然相

关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③，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

间：其一，就民俗书写对小说文本构建的影响而

言，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某一方面，缺乏整体视

野；其二，某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尚需展开或深化，

如小说话本中广泛民俗书写的必然性，民俗书写

对小说叙事文本构建的影响，民俗书写体现的价

值取向，等等。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宋元小说话本民俗书写的必然性

宋元小说话本中包含了大量的民俗生活内

容，如民间信仰、婚姻礼俗和节日习俗等，表现

了不同民俗生活的文艺影像。无论侧重“写人”

还是“叙事”，小说叙事者都要通过具体的“生

活”来表现，而宋元小说话本通过“民俗生活”来

构建离奇故事、表现人物情态，则有其必然性。

这与“民俗”的特质有关，也是由宋元小说话本

的受众和传播方式决定的。

民俗生活是民众生长其中、司空见惯的生

活形态，它带给人们的是熟悉感与亲切感，而这

也使它具有独特的文学书写价值。民俗生活不

是人们生活中琐碎需求和本能追求的直接反

映，它具有更为普遍和深刻的意义，往往是一个

民族或族群信仰、道德或哲学观念的体现，如婚

姻礼俗之于伦理道德，民间信仰之于宗教、神灵

观念，节日习俗之于民众的时间观，饮食习俗之

于民众的生命理解。民俗生活是族群“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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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又不乏“个性”色彩，是“个性”与“共性”的

统一。“个性”色彩源于民俗角色承担者的个体

性差异，它使民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并带有故

事性和传奇性。民俗生活的内容非常广博，涉

及衣、食、住、行、育等各方面，既包含了富有喜

庆色彩的民俗如婚姻礼俗，也容纳了带有悲伤

情调的民俗如丧葬习俗，以及其他各种满足生

产、生活需要和摆脱人们精神困扰的民俗。因

而，民俗生活是民众广泛关注并普遍参与的生

活，是富于意义且丰富多彩的生活。民俗生活

的特质契合着宋元小说话本面向市井民众、追

求通俗新奇的文体特质。

宋元“小说”的主要受众是市井民众，它以

“说—听”的方式被传播和接受。受众特点、传

播途径和接受方式要求小说话本的故事既要通

俗易懂，又要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因此，创编者

只能通过民众熟悉的日常生活寻求离奇曲折的

故事。“离奇”本质上是对已有经验、故事的陌生

化，是“常”中出“奇”，民俗生活显然是这样的生

活之“常”，但小说角色的“越轨”行为，又常常使

生活带有了传奇色彩，富于意趣。如程毅中先

生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之《快嘴李翠莲

记》中李翠莲的种种“越轨”行为，便打破了婚姻

礼俗民俗主体固有的行为模式，从而使故事充

满喜剧色彩，也让人们对婚姻伦理有所思考。

民俗生活故事“常”中寓“奇”的特点，契合了小

说话本面向市井民众、“谐于里耳”的文体特质，

使之成为小说家文本构建的重要选择。

同时，小说家对各类民俗生活内涵的发掘，

又使相应故事引发受众对人生命运和伦理道德

的思索，从而使故事讲述带有了文化深度和一

定的“教化”意义。如《陈可常端阳仙化》借助端

阳习俗的描述，展现了命运的无常；《金鳗记》突

出婚姻习俗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负面影

响，透露出对婚姻伦理的思考。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宋元小说话本作为“文化消费品”，它的

“生产”，可以通过民俗生活故事的“编织”，变得

更为“方便”“快捷”。从本质上说，宋元小说话

本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娱乐商品，创作和展

演的“程式化”是使该文体“提高产量，降低成

本”、占有娱乐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必然选择④。

在这方面，民俗生活较之其他生活“内容”，显然

具有更大的优势。“模式化”是民俗的基本特征，

民俗生活的展开需要遵循相应的礼俗“模式”，

不论婚姻礼俗生活、节日生活还是信仰朝圣的

过程，均是如此。这些礼俗“模式”，对小说传播

者而言，是讲述的“程式”，可以省去记忆的麻

烦；对于接受者而言，便于利用熟悉的“模式”了

解情节进程、连缀故事和理解故事。如《快嘴李

翠莲记》依据当时婚姻礼俗模式编排情节，整个

故事节奏简洁明快，使接受者理解起来毫无障

碍，并且传统婚姻礼俗的伦理内涵也在情节展

开中无形透露出来。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宋元小说话本采写了

大量“民俗生活”内容，形成了丰富的民俗书写

形态，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皂角林大王假

形》《定山三怪》等篇中包含的民间信仰叙事，

《张生彩鸾灯传》《西湖三塔记》《陈可常端阳仙

化》等篇中包含的节日叙事，《闹樊楼多情周胜

仙》《快嘴李翠莲记》《金鳗记》等篇中包含的婚

俗叙事，以及《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赵旭遇仁宗

传》《阴骘积善》等篇依托茶酒习俗展开的叙

事。这类故事世界中的民俗书写映射出宋元时

期城市民俗生活的繁盛，也是小说文本构建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离开这些内容，许多小说将支

离破碎，一些精彩的篇目也将不复存在。更为

重要的是，这类广泛存在的民俗书写，使宋元小

说话本的故事构建有意无意中形成了一种“民

俗视野”，为小说的文本叙事营造出了浓郁的民

俗文化氛围。

二、宋元小说话本的民俗视野与

叙事构建

这里的“民俗视野”即宋元小说话本的叙事

构建被置于民俗文化的视野之中。从故事构建

的角度来看，人物、情节、时间、空间是基本要

素，正是在这些方面，宋元小说话本表现出了明

显的“民俗视野”，为小说叙事营造出了浓郁的

民俗文化氛围。

民俗视野与审美情趣：论宋元小说话本的民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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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是叙事的基本要素，离开人物，小说故

事将不复存在。与文体的世俗性、通俗性相联

系，宋元小说话本中的人物有着共通的“民俗

性”，与“民俗生活”密切关联，成为民俗角色人

物。民俗角色是民俗生活中模式化行为的扮演

者，在小说叙事中，那些遵循民俗程式参与“民

俗生活”、承担民俗角色者，均是虚构世界中的

民俗角色人物。在小说话本中，人物行动常常

被置于婚姻礼俗、宗教信仰、饮食习俗和节日等

民俗生活流程，成为民俗角色人物，“民俗角色”

也由此成为展现人物行动和风貌的重要手段。

宋元小说话本中的人物，以特性而言，可以

分为神仙（妖鬼）和凡人；以阶层而言，则三教九

流无所不包，上至王公贵族乃至皇帝贵妃，下及

市井细民乃至乞丐娼妓。但无论人物特性还是

身份，小说话本都将其置于民俗文化的视野进

行观照。如《种瓜张老》中，神仙张老被置于婚

姻礼俗生活进行塑造，他看中官宦之家的妙龄

少女，遂请媒婆求娶，甚至准备了十万贯钱作为

彩礼送给对方。在此，张老是神仙也是婚姻礼

俗生活中的民俗角色人物。再如《俞仲举题诗

遇上皇》中的宋高宗和《赵旭遇仁宗传》中的宋

仁宗，与市井之间的饮食男女差别无多，他们乐

于光顾茶坊酒肆，并与其他顾客攀谈，他们在市

井之间微服私访，并分别于茶坊中巧遇了所要

寻访的“贤人”，这里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

者，也是茶坊酒肆之中的茶客、酒客。而饮食茶

酒正是宋元时代饮食民俗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

一。又如《勘靴儿》中的皇帝妃子韩夫人，扮演着

民间信仰中的“信徒”角色，病重之时她祈祷神

灵，康复之后赴庙还愿；她相信神灵的存在和人

神交往的可能，遂使淫邪的庙主有机可乘。

当然，普通市井民众是构成小说话本人物

的主体，他们也扮演着各种各样的民俗角色，为

我们展现出市井人物群像：茶坊（酒肆）的老板、

伙计如《山亭儿》中茶坊主万三官人和茶博士陶

铁僧，婚俗角色人物如《三现身》中的张媒，强硬

而粗暴的“父亲”角色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

的周大郎，为追求幸福果敢而大胆的“女儿”角

色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等。此外，在民

间信仰的视野下，神鬼并非虚妄，而是实际存在

的，小说话本中的神灵妖鬼正是这种民俗思维

的产物，如《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的东岳神道

炳灵公和红、白蜘蛛精，《山亭儿》中的“鬼”尹

宗，等等。由此可见，小说话本中的人物是民俗

文化视野下的人物，是民俗生活中的角色承担

者，是民俗思维或信仰的产物，他们体现着市井

社会的精神与风貌。

宋元小说话本的情节构成则表现了民众民

俗生活的“逻辑”。赵毅衡通过“情节”与“事件”

的关系来界定情节，他认为：“事件是情节的组

成成分，情节就是被叙述者选中统合到叙述文

本中的事件具有序列性的组合。”［1］“事件”和

“序列”是情节的核心内容。事件是经验世界的

产物，而情节则是媒介叙述的产物。对于小说

叙事而言，情节则是各类事件通过文学话语的

序列化表现。由此，小说的情节研究至少应包

含两个方面：一是选取统合到叙述文本中的事

件，二是事件的序列性的组合方式（或“逻

辑”）。民俗生活事件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有

着明显的“可述性”⑤，因而也是小说话本情节

“事件”的重要选择。

由此，我们来看小说话本对“事件”的选择。

对于一些情节较为简单的小说话本，编创者一

般直接选取民俗生活事件构建情节，如《快嘴李

翠莲记》以李翠莲的婚姻礼俗生活展开情节；又

如《西山一窟鬼》《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以

主人公清明节游赏而遭遇妖鬼为主要情节事

件；《陈可常端阳仙化》则以陈可常在端阳节的

种种遭际为主要情节事件。而对于那些情节较

为曲折复杂的小说，民俗生活事件依然是创编

者构建情节的重要选择，如公案题材小说《三现

身》叙述了有夫之妇与情夫合谋杀死丈夫终被

严惩的故事。“公案”小说叙事的主线和主要事

件自然是案件的发生与侦破，但高明的叙述者

不仅以案件的发生和侦破两个事件的序列组合

构建情节，还会适当地插入一些相关事件丰富

情节，制造波澜，使故事曲折离奇。《三现身》插

入算卦占卜、大孙押司死亡、媒人说媒、鬼魂三

次现身、押司娘子再嫁等情节，从中可以看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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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生活事件对小说情节构成的意义。此外，一

些叙写王公贵族和英雄豪杰的小说篇目，叙述

者也带有明显的民俗视野，如《郑节使立功神臂

弓》的情节主要由东岳烧香还愿、地狱审判和人

神（精怪）婚恋等富于浓厚民间信仰色彩的事件

构成。由此可见，宋元小说话本情节“事件”选取

的共同点：民众熟悉的民俗生活事件，如节日生

活、婚俗生活、饮食茶酒和民间信仰相关的事件。

事件的“序列”也是情节组合的重要因素，

序列的本质是情节的起承转合，也即情节发生、

发展与转换。与创编者选择“事件”的倾向相

通，小说话本中事件的“序列”符合民俗思维的

“逻辑”。小说话本直面受众，既要使所讲的故

事贴近市井民众，通俗易懂，又要使其中的人物

关系、情节“逻辑”合情合理。为了构建这样的

故事世界，一方面，小说家通过“实有环境”与

“实有之物”营造故事的真实感，引入了大量民

众熟悉且有史可证的人物、寺院道观和桥梁街

道等，使情节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感；另一方面小

说家还通过民俗思维的“逻辑”编织情节、故事，

使叙事在更深层次上契合民众的心理图式，让

人物行为和情节的展开合情合理。

在小说话本所“遵循”的情节“逻辑”中，尤

其需要提及的是民间信仰的观念和逻辑，它是

小说家制造波谲云诡情节的“情理”。人的命运

源于神界的判定，鬼神灵怪能够现身为“人”并

像人一样生活，这是民间信仰的“情理”。因此，

《碾玉观音》中璩秀秀死后为鬼仍能与丈夫崔宁

共同生活；《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死

后被五道将军“收用”，并借五道将军之力拯救

了情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猢狲精申阳公

会被美色诱惑，在山洞中“妻妾成群”。这类情

节契合了受众的民间信仰心理。同样，作为民

间俗信的占卜、阴骘、轮回转世之类观念也为人

物行为、情节发展和故事的构建提供了“逻辑”

支撑，《阴骘积善》中，阴骘观念是林积客店拾

珠、中途留记、茶坊还珠等情节构建的内在逻

辑；《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前生”“后世”的轮

回转世观念是情节的基本构架，也是人物行为、

情节构建的根本逻辑所在。

同样，宋元小说话本对叙事时间和叙事空

间的选择也表现出明确的“民俗视野”。作为直

面市井听众的商业文学形式，小说话本的时间

和空间表现出了鲜明的世俗性、民俗性特点，即

以民众熟悉的时间刻度和空间环境构建叙事时

空。节日是小说话本情节展开的重要时间节

点，以程毅中辑注的《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为例，

40篇小说话本中，有 15篇小说以节日构建叙事

时间，占篇目总数的 37.5%。如《洛阳三怪记》之

清明节，《张生彩鸾灯传》之元宵节，《陈可常端

阳仙化》之端午节，《杨温拦路虎传》之东岳诞

辰。节日并非单纯的时间刻度，它还包含着丰

富的潜文本，从多方面丰富着小说的叙事意义，

正如杨义所言，中国作家“把节日视为人类与天

地鬼神相对话，与神话、传说、信仰、娱乐相交织

的时间纽结。当作家把人物性格和命运置于这

类独特的时间刻度之时，他奏响了一曲以人物

性格命运为主旋律，以天上人间古往今来的传

说、信仰、风俗为和声的交响乐”［2］。同样，饮食

茶酒是宋元饮食民俗的重要内容，饮食茶酒的

盛行使茶坊酒肆遍布街衢，再加上种种娱乐活

动，遂使其成为城市中十分重要的民俗文化空

间。许多小说话本将情节的发生地设置在茶坊

酒肆正是茶酒习俗的形象表征。如《赵旭遇仁

宗传》中，状元坊茶肆和樊楼是小说最主要的叙

事空间，小说表现人物情绪变化和命运转折的

情节均发生于其中，使小说叙事濡染了浓厚的

市井民俗文化色彩。

需要注意的是，宋元小说话本鲜明的“民俗

视野”和对民俗生活的丰富表现，无形中带给接

受者亲近感与熟悉感，但小说话本民俗书写的目

的却并非民俗生活展示，而是希望借助这类“喜

闻乐见”的民俗生活故事，表达特定的审美情趣

和教化取向，并以此迎合市井趣味，招徕“顾客”。

三、宋元小说话本的民俗表现与

趣味表达

“俗”是宋元小说话本“故事”的基本特征，

它通过市民社会中的“俗事”表现市井情怀和世

民俗视野与审美情趣：论宋元小说话本的民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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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趣味，讲述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世俗道理；

俗事指各类世俗“事件”，主要是围绕两性、饮

食、娱乐和信仰等形成的各类民俗生活“事

件”。作为勾栏瓦舍的讲唱艺术，小说需要借助

“俗事”迎合市井趣味，并将故事叙述得热闹、曲

折、离奇，才能更好地娱乐听众和读者。从价值

取向角度，娱乐民众的商业性质使“趣味”成为

宋元小说话本的主要追求，但“教化”的价值取

向也普遍存在。

趣味是宋元小说话本民俗书写的主要追

求，以俗为趣是宋元小说话本民俗书写基本的

价值取向。所谓“以俗为趣”，即小说话本通过

对民俗生活的表现迎合受众的情感与趣味。“热

闹欢快”和“曲折离奇”是市井民众的兴趣所在，

小说家也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娱乐价值的表

达。“热闹”是市井民众所乐见的情节，也是传统

民俗生活的重要特征。与戏剧运用节日等民俗

活动表现出的闹热性相似⑥，小说话本也常常通

过各类民俗活动营造热闹的情节或氛围。有的

小说话本（如《快嘴李翠莲记》）借婚姻礼俗生活

构建热闹情节，以婚礼程式为框架，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主人公的快嘴与泼辣，使情节在热闹的氛

围中展开。有的小说话本（如《张生彩鸾灯传》）

将叙事时空设置在节日，使节庆的热闹气氛成为

叙事的潜文本，以烘托故事氛围或人物心境。

热闹之“闹”也内含“闹腾”之义，指的是逾

越礼俗程式的人和事。依照程式平静展开的民

俗生活虽然也包含故事性，却并不值得特别关

注。相反，“越轨”之人也即搅扰正常生活的“闹

腾”者却是引人注意的，他们是小说家关注的重

点。小说话本中那些“春浓花艳佳人胆”的女性

主人公多是逾越礼俗生活的闹腾之人，如《闹樊

楼多情周胜仙》之周胜仙、《碾玉观音》之璩秀秀

和《快嘴李翠莲记》之李翠莲，她们不顾礼俗约

束，勇敢追求个人婚姻和生活理想，对礼俗程式

的逾轨，是不合婚姻礼俗的“闹腾”。再如《俞仲

举题诗遇上皇》中俞仲举在樊楼饮食酒肉之后

借酒使性、抵赖酒账，是不合正常行为的“闹

腾”；《勘靴儿》中二郎神庙庙主孙神通假神行

奸，是逾越庙规信俗的“闹腾”；《种瓜张老》中八

十岁种瓜老伯求娶宦门妙龄少女是不合常理的

“闹腾”；等等。

化俗为奇是宋元小说话本迎合市井趣味、

表达审美情趣的重要方式。所谓“化俗为奇”，

即小说话本通过市井民俗生活“事件”构建离奇

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奇人、怪事，以达到娱乐

民众的目的。“奇”是中国小说理论的重要范畴，

也是小说家们的不懈追求，小说话本亦不例

外。如果说明清时代出于庸常的“耳目之内，日

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3］已

经成为小说家们较为普遍的有意识追求，那么

这种“自觉”在宋元小说家的创作实践中已有所

显露。小说话本中常有诸如此类的话语，如：

“变作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4］212，“撞着个狂

荡的小秀才，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4］563，

“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4］800，等

等。显然，怪、奇是小说家们自觉的审美追求，

这类奇奇怪怪的小说包括了少量以灵怪故事为

主的篇目，如《定山三怪》《福禄寿三星度世》《皂

角林大王假形》等。

而在更多的篇目中，小说家是通过对日常

民俗生活的叙写塑造“奇人”、编织“奇事”以达

到娱乐受众的目的。《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的

郑信和《史弘肇传》中的史弘肇均是注定要“发

迹变泰”之人，两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置于

民间信仰的语境之中，通过小说人物的视角展

现了他们在人间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传奇经历。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通过“前生后世”的信仰

观念，使苏轼、佛印的身世及交往带上了浓郁的

传奇色彩。与民间信仰叙事的“神话”色彩不

同，在婚俗等日常叙事中，叙述者往往通过民俗

角色人物的“逾轨”凸显人物及情节的“奇特”，

如《快嘴李翠莲记》中，处于婚礼生活轨道上的

李翠莲，却逾越礼俗规范，骂媒人、骂撒帐先生、

洞房夜骂丈夫，婚后又与兄嫂、公婆泼辣争辩，

乃至主动让丈夫休弃自己。由此，李翠莲“悖

礼”的泼辣言行和相关的婚礼生活情节表现出

明显的“异端”色彩。

除了迎合市井趣味，宋元小说话本也表现

出一定的教化倾向，不少篇目包含着看似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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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深刻的生活哲理。宋元小说话本的教化倾

向不是简单的说教，毕竟“瓦舍勾栏乃是市民群

众的娱乐场所，听众到这里来听说书，是为了消

除一日的疲劳，冲洗艰难生活的忧闷，获得一种

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谁喜欢来听你耳提面命

的教训呢”［5］，而是通过情节曲折的故事浸染听

众，让教谕在人物命运的起伏、结局中振聋发

聩。婚恋是小说话本叙写的重要内容，一些婚

恋观念也通过相关故事娓娓道来。如“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是传统婚姻礼俗的金科玉律，但

小说家却告诉我们，要尊重儿女的想法，不要过

度使用家长的权力。《金鳗记》是一个弱女子在

“父母之命”的主导下，辗转、挣扎于婚姻的漩

涡，最终惨死的婚俗悲剧。《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中周胜仙因父亲坚决不允其倾心的婚事气极而

死，父亲的执念使女儿命丧黄泉。虽然小说以

喜庆结局，但周胜仙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生而

复死的命运惨剧也着实令人痛惜。这里，人物

命运的大起大落远比枯燥的说教更加震撼，所

蕴含的道理对于时人而言“看似寻常最奇崛”。

小说话本中充溢着各种民俗观念，但也有

一些篇目表现出反思与质疑，如端午为恶日是

普遍的民俗观念，而《陈可常端阳仙化》中的陈

义生于端午，出家于端午，获罪于端午，涅槃于

端午，却非恶人，而是五百尊罗汉中常欢喜尊者

的转世化身。这一“身份”虽带有浓厚的佛教信

仰色彩，却也使人质疑端午为恶日的观念。“命

定”是民俗观念的重要内容，但《杨温拦路虎传》

和《三现身》告诉人们，算命先生的“命运”判断实

非命定而是人为的结果，其间所包含的“教谕”不

言而喻。此外，宋元小说话本中还有些篇目以宗

教思想为叙述的核心观念，如《花灯轿莲女成佛

记》和《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以佛教的轮回转世思

想为叙事主旨，佛教意味浓厚，但小说叙事绝少

直接说教，而是将宗教思想潜藏于情节之中。

结 语

宋元小说家通过婚俗、节日、民间信仰和茶

酒饮食等民俗活动的书写，构建了一个丰富多

彩的市井生活世界，深刻展现了时代特点，也形

成了通俗小说史上令人瞩目的广泛民俗书写现

象。从文体角度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宋

元小说话本“直面”市井民众，以“说—听”为传

播—接受方式的文体特性相联系的。以民俗生

活的“事件”和“逻辑”构建小说故事，既便于小

说家利用民俗“程式”快速编织故事、敷演情节，

又能使民众感受到“故事”的切近、熟识，便于理

解故事的节奏和进程，从而使“说者”与“听者”

之间达到有效的互动、交流，并在这种互动、交

流中实现审美情趣、文化价值的表达与传递。

从通俗小说史角度，宋元小说话本的民俗书写

也有着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它将民俗文化的书

写与小说文本的叙事构建有机结合起来，在民

俗生活的流程中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将民俗生

活故事作为小说家情趣表达和价值构建的载

体，凸显了“民俗”作为叙事元素的文学价值，诸

如民俗的时间如节日，民俗活动的“公共文化空

间”如茶坊酒肆⑦，民俗生活的“程式”结构和思

维逻辑，在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种对民俗文化现象的重视与叙事运用在

明清通俗小说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节日

叙写为例，明清拟话本小说对宋元小说话本中

节日叙写的继承性非常明显，“三言”“二拍”几

乎重新编创了所有包含节日叙事情节的宋元小

说话本篇目。需要注意的是，在叙事艺术上，明

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大多并未超越宋元

小说话本，明清长篇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水浒传》等却有了长足发展。宋元小说话本中

的节日叙写基本上围绕个人展开，以节日生活

中人物的“个体”遭遇为主要内容，而至明清长

篇小说中，节日叙写在关注个人遭遇之外，更加

注重家庭或家族生活的叙写，并与更广泛的社

会内容相联系，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元宵节

大闹大名府。在民俗生活的表现方法上，也由

宋元小说话本中相对粗疏的线条勾勒，发展为

明清长篇小说中的细腻摹画，如《红楼梦》第五

十四回对贾府元宵节宴饮场景的细腻刻画。此

外，在明清长篇小说中，节日的结构意义也获得

了更为深入的发挥，如周汝昌对《红楼梦》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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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部《石头记》，一共写了三次过元宵节、三

次过中秋节的正面特写的场面。这六节，构成

全书的重大关目，也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大对称

法。”［6］与节日叙写相类，明清小说对婚俗、民间

信仰等叙写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从

中可见宋元小说话本民俗书写的文学价值与小

说史意义。

注释

①关于现存宋元小说话本的具体篇目，学术界还存在

一些争议，但也有基本的共识。这里以程毅中辑注的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 2000 年版）为文本依

据，个别篇目则参照欧阳健、萧相恺编订的《宋元小说

话本集（上下）》（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②“民俗

事象”和“民俗生活”是民俗学术语，民俗事象指特定的

民俗活动，也指社会生活中有特定民俗意蕴的物象或

事项；而民俗生活则指民俗主体“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民

俗模式而构成的活动过程。它是人生的基本内容：婚

丧、起居、休养生息。民俗组成了人生的活动基础。民

俗生活是生活文化的基本表现，是社会成员按既定方

式对生活文化的参与”。参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

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45页。这

一类的研究还有赵章超：《宋元话本预测术与社会生活

论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1
期，第 119-123页；马晓坤：《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

仰论略》，《浙江学刊》2006 年第 3 期，第 121-125 页；李

术文：《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六礼”叙写》，《太原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62-67 页；等

等。③这一类的研究有纪德君：《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

设置及其文化意蕴》，《学术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110-113页；梅东伟：《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

形象与意义》，《中原文化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123-128页；梅东伟：《论宋元小说话本中节日叙写及其

变迁》，《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59-66
页；张姣婧：《宋元话本小说之媒人要素初探——以基

本面貌、异素互联与书场情境为中心》，《大连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115-120 页，等

等。④参见李启洁：《宋代“说话”的程式化现象与娱乐

商品化之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 6期，第 117-123页。⑤有关“可述性”的相关

论述，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67-170页。⑥民俗生活的热闹与戏剧艺

术有着内在的契合，因此，有学者认为“闹热性”即热

闹、繁盛是传统戏剧的本质特征，参见王奕祯：《中国传

统戏剧闹热性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12年博士学位论

文，第 8页。⑦参见梅东伟：《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

的文学形象与意义》，《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 4期，

第 123-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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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lore Vision and Aesthetic Taste：On the Folklore Writing of Song and Yuan
Story-Teller’s Scripts Novels

Mei Dongwei

Abstract: Folklore writing is a common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narration of ancient novels. For story-teller’s
scripts novel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of text “sty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win the favor of the audience. The extensive attention paid to folklore life in Song and Yuan
story-teller’s scripts novels brings out the novel narrative a distinctive “folklore vision”， which runs through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plots and the novelist’s choice of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In this
ubiquitous folklore writing， novelists take “the stories of folklore life” as the carrier to realize the expression and
transmission of aesthetic interest and educational value. The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narrative application of Song and
Yuan story-teller’s scripts novels to folklore life has important pioneering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popular novels。

Key words: story-teller’s scripts novels；folklore writing；text stylization；folklore vision；aesthetic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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